
arT, culTure, and resonance in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在华耶稣会的艺术、文化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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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社会（约1400年）的到来伴随着两大重大转变：大帝国时代的开始，以及世界
各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长途他方，艺术与文化也随之远传。这就加
速了跨文化交流的进程。欧洲的艺术和文化曾是独属于欧洲领土和景观的一部分，而从
16世纪以来到现在却成为非欧洲大陆的“领土化”部分。亚洲的耶稣会不仅带来了西方
的建筑、音乐、诗歌和绘画（以及与这些模式相伴随的整体美学），而且也为这些事物
建立了持久的共鸣。 

本文以共鸣为例，来研究东西方如何在其他媒体和话语不相容的情况下总能找到艺
术交汇点。 

本 文介绍了一些关于耶稣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观点及其建设过程，详细阐述了特定
历史时期的艺术及其今日仍然为我们带来的“共鸣”。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文化包袱和
文化共鸣的概念。本研究不仅为了解释这些术语，而且为了建立这些想法构成的基准。
第二部分探讨了耶稣会16世纪、17世纪和19世纪在中国的三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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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这些经历仍然能与当今的我们产生共
鸣。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当今时代的共鸣，以
及在罗马天主教会和传教经验的延伸下，人
们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之产生共鸣（无论
好坏）。  

人们通常用“文化包袱”这一术语进
行讽刺，或者使用其贬义含义。然而，“包
袱”简单而言只是物品，“文化包袱”是一
个负载的隐喻性术语，带有一种高尚的道德
操守来表示道德失败。它是讨论政治正确时
常用的一个术语。用“文化包袱”一词来否
定人们不喜欢的态度和观点已经变得如此普
遍，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再注意到这个词背后
的偏执并忽略了它的初衷用法。笔者希望能
暂时撇开任何道德评价，将艺术视为包袱和
文化包袱。

现代社会（即1400年左右）的到来伴
随着两大重大转变。其一是现代帝国大厦的
出现；其二是世界各地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加
速，这也是第一种转变带来的结果。越来越
多的人走向长途他方，艺术与文化也随之远
传。这就产生了加速了思想、信仰、价值体
系、生物和物质文化等的跨文化交流进程。
尽管这些交流早已存在数千年，但15世纪的
交流才真正使其上升到全球水平。虽然大多
数情况下这种交流都是以自西向东式的方式
进行，但重要的是它确实是一场全球运动，
或许中国的海军上将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
间的下西洋航行最能体现这一点。政治变
革、技术创新（尤其是造船领域的技术创
新）和人口增长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
的跨文化交流的趋势。航海出行不仅意味着
人的出行，同时也是货物的运输，这里的货
物即为包袱。

2.
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包袱，这里笔者将

谈及一个真正的耶稣会包袱的例子。这是一
部于1729年在格拉茨出版的赞美诗，由耶稣
会天文学家刘松龄（原名为Augustin von 
Hallerstein）于1736年带至中国。刘松龄

直到1774年去世前一直在清朝朝廷中担任重
要职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当今仅存的几
件物质文化的代表。赞美诗对刘松龄来说必
定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本赞美诗与刘松龄的
家乡联系显著，它不是用德语印刷的，而是

用他的母语斯洛文尼亚语印刷的，这意味着
这本赞美诗在北京的耶稣会中无法被普遍使
用，而只是归属于刘松龄个人的信仰物件。
这本诗集很小，说明确实是刘松龄“包袱”
的一部分。如今它的意义被放大了，它不仅
代表着其本身所属（一本赞美诗），还是耶
稣会遭严厉镇压（1773年）之前揭示中国耶
稣会各个方面的一个象征。这本赞美诗会让
人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它的使用及其历史。
想象刘松龄拿着这本诗集，想起自己早些年
在奥地利的生活，想起他的家人、同事和所
在的部门。我们针对这一诗集构建了一个选
择性的框架，让它具有显著性和共鸣性，以
有力表达在刘松龄时期无法充分体现出来的
情感。这本赞美诗是由一个知道他可能再也
无法回家的人带来的。在这个微小而短暂的
物质文化中，我们可以明白到文化包袱是如
何成为产生文化共鸣的关键的。 

图1刘松龄的赞美诗（1729年于格拉茨出版）

3.
如今，新闻记者、心理学家和社会科

学家们对“显著性”和“文化共鸣”给予了

刘松龄此本赞美诗的文化共鸣则来自于客体（赞美诗），所代

表的传统（基督教，这里特指亚洲耶稣会）及所传递的受众

（即当今的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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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定义。James Ettema将新闻界的显著
性定义为“事实收集的选择性和新闻写作的
强调性带来的影响”（Ettema，2005年）。
据Ettema的看法，显著性可以在“当其口口
阐述时”带来文化共鸣。Michael Schud-
son指出，文化共鸣是文化象征，同时也是
文化力的一方面。尽管他对此术语的限制要
更加狭隘，他总结道，文化共鸣“不是文化
客体与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甚至不是文化
客体与受众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客体、传
统和受众之间的公共与文化关系”（Schud-
son，1989）。那么，刘松龄此本赞美诗的
文化共鸣则来自于客体（赞美诗），所代
表的传统（基督教，这里特指亚洲耶稣会）
及所传递的受众（即当今的我们）之间的相
互关系。然而一个客体可能无法带来个人层
面上的共鸣，笔者认为这也是文化因素，因
为我们个人生活中无法，也不能完全脱离我
们的文化。这一文化共鸣不一定是“人为产
生”的，因为有时候时间的沉淀会带来这种
结果。因此客体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
生变化，而且会在某些情况下被放大。刘松
龄从未想过，他的这本斯洛文尼亚语赞美诗
会在出版近300年后成为文化内涵及兴趣的象
征。 

4.
笔者这里用三个例子说明亚洲耶稣会中

艺术、文化与共鸣交汇融合，第一个例子是
由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在肇庆
建造的房屋。Francesco Maglioccola为该
房屋重建了一个可能的模型，并在其2010年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第一座西方房子》中
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Maglioccola，2010
年，第46-49页）。根据Maglioccola教授
的说法，这座房屋由砖砌成，中央走廊两侧
各有两个房间。在谈到这间房屋的“视觉重
建”时，他解释道：“我是把这间房屋同时
视为一个物理对象和一个精神客体来(探寻)
的……这样就可以重新审视这所房屋。”房
屋的本质以超越物质性的方式参与其中。事
实上，这间房屋的建筑意义要退居第二，它
代表的遗产才真正赋予其价值（Magliocco-
la，2006年）。1

这一遗产赋予的价值更接近笔者所认
为的共鸣。即使在当时中国耶稣会发展的早

1 为清楚起见，笔者对Maglioccola的论文原文“利玛窦和
中国的欲望”进行了部分编辑。 

期，西欧文化艺术也为利玛窦和其同僚以及
儒家士大夫听众之间提供讨论的焦点。有一
天，他们拿出一些“他们【中国人】从来没
有见过的欧洲乐器”（D’Elia, ed.，1942
年，第259页，第310号）。这一行为产生共
鸣的基本要素是：客体、意义和受众。如
今，通过对房屋的视觉重建其象征的意义随
之扩大：如果新闻工作者声称的文化共鸣是
在突出主题中进行选择然后“精心设计”是
正确的话，那么如今这间房屋的存在就强调
了视觉文化可以成为共鸣的核心这一点。 

5.
第二个例子将谈到徐日昇（To m á s 

Pereira），一位由于其澳门利氏学社的工作
而广为人知的17世纪葡萄牙耶稣会信徒。为
了与笔者所关注的物质客体保持一致，这里
将重点谈及徐日昇于1679年至1680年间为北
京南堂教会制作的管风琴作品。作为说明如
何在当今产生共鸣的一个例子，笔者将模仿
Maglioccola描述利玛窦在肇庆建造的房屋的
方式来介绍徐日昇的四站式风琴（PEK1680
）2。Maglioccola和王廉明使用CAD软件来处
理南堂这一问题，尤其着力了解和记录如今
收藏于里斯本的图纸（Maglioccola与王廉
明，2011年）。笔者与同事Cealwyn Tagle合
作使用相同的流程来重构1680年制作的管风
琴。南堂塔可能是整个音板、风管和风箱所
在的地方，而管风琴控制台本身可能建在墙
上的某个平台上。

图2 Tagle和Urrows重建的PEK1680（徐日昇制作）模型图

制作这些图像，或删除现存的乐器记录

2 “PEK1680”是中国管风琴项目数据库中该管风琴的普查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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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疑的图像，是令人振奋的体验。正如利
玛窦的肇庆房屋及南堂的视觉重建一样，这
让我不仅能进入南堂教会里面，还能进入一
个共鸣的空间，爬上风琴廊，想象自己坐在
那里演奏风琴。 

6.
至于第三个产生共鸣的例子要回溯到两

个世纪之前，在1814年后“新合作伙伴”关
系的背景下，耶稣会得以重建。当时中国和
西方处于复杂且紧张的通商口岸时代，上海
是两方关注的焦点。这一共鸣的来源并不如
利玛窦和徐日昇的例子那样广为人知：他们
是法国的耶稣会信徒François Ravary与Hip-
polyte Basuiau。Ravary于1856年来到中
国，而Basuiau九年后也随之而来。在这九
年里，Ravary与Basuiau一直保持着密切的
通信联系，这些信件现在部分保留了下来，
存于旺夫的法国耶稣会档案中。 

从Ravary的信件及其他江南耶稣会的历
史资料中，笔者汇总了Ravary将音乐作为文
化交汇点这一愿景的深远意义和独创性。Ra-
vary在上海的第一年组建了(一)个礼拜唱
诗班，唱诗班里面加入了不同文化的小调合
奏，两支笛子与两个笙。汉语礼拜与拉丁文
化相融，部分肇始于18世纪中期在北京的钱
德明（Jean-Joseph Marie Amiot）。Rav-
ary于1857年在徐家汇成立了中国的第一支
铜管乐队。而当时Basuiau仍在欧洲比利时布
鲁盖莱特的耶稣会修道院内，他的任务是为
Ravary找到多余的乐器。3 

撇除时序性的问题，Ravary的乐队向
我们展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它证明了
耶稣会为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空
间。但也展现了西方音乐“中国化”的一个
方式。“中国化”的部分原因是耶稣会希望
避免以纯粹的西方文化形式来呈现基督教信
息，还有部分是由于它也希望避免以纯粹的
宗教模式来呈现西方文化。音乐及其他广义
上的艺术进而成为文化的交汇点，而这在其
他领域是很难实现的。乐队在某种程度上成
为当地和全球同时互动的重要例子，被称为
历史交叉点或“交叉的历史”（Kaufman与
North，2010年，第3页）。这种东西方混合
的乐队表明，产生共鸣之前并非（现在也不

3 在1857年至1858年的冬天，上海出版的一张专辑《Chi-
nois》中有一张Ravary乐队的照片。它可以在盖蒂研究所的网站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2012年，第83页）上找到。 

是）单向活动：它可以且能够同时指代两种
独立且差异化的文化系统或“受众”。 

7.
虽然新闻工作者将客体、传统及受众

看作是共鸣的组成部分，但他们也认为共鸣
是可以人为产生的。也就是说，从共鸣本体
论来看，共鸣是一种特性而不是一种性质。
事物在与观众及其感受的关系之间产生共
鸣，它们本身是不具有共鸣的。这就引出了
如何评估共鸣的问题。比如说，在当今亚洲
耶稣会的背景下，是否有可能产生新的共
鸣？当耶稣会是客体，而传统与受众是我
们（无论我们是否为罗马天主教徒）的时
候，这种共鸣就有可能产生。我们都会因为
Gauvin Bailey所说的“他们对教育和灵活
性的承诺”而对耶稣会持较高的敬意，这一
点就足以“让它们比之前的任何秩序更能深
入地参与世俗社会和人文主义中”。耶稣会
中的教徒可以感受到高雅文化（欧洲或非欧
洲文化）的热情，并希望向受众传达这种热
情。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耶稣会十分清楚他们
的牧诗局限性，他们仍然满足于不惜任何代
价来延长哪怕只是文化层面上的对话（Bai-
ley，G.A.，1999年）。这一文化层面至今
仍是耶稣会的一大显著特点。  

艺术可能开始的确是以文化包袱的形式
存在，但正如笔者一直在努力指出的那样，
这种包袱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意义或积极的
品质。我们仍然生活在大移民时代：难民过
去几年大量涌入欧洲，对大众而言带来了具
有挑战性的新现实。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
农村人口显著减少，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居住
在沿海城市。深圳创下了有史以来成为“大
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的最快纪
录。香港的居民约800万，而2015年其游客
人数就达到了5,930万。这近6,000万的游客
中有4,650万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600多年来，我们居住的世界一直处在
一个动态的全球运动中。有时候这种运动是
受欢迎的，但更多的时候不是。有时候这
种运动是自愿的，但更多的时候不是。调解
这一运动带来的压力从来不是一件易事。但
是，在跨文化对抗已经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
的新维度的世界里，当我们试图弄清楚应当
做什么的时候，文化，尤其是艺术，成为耶
稣会唤起当今的我们及过去的受众共鸣的策
略。虽然我们无法将17世纪至19世纪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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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情与21世纪的欧美情况进行比较，但我
们可以试着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看哪些行得
通，哪些行不通。之后，我们就能走上心理
的、情感的及精神的内心旅程。这些也容易
引起共鸣。本文的目的是鼓励当代人更广泛
地思考文化、传统和艺术，以及这三件事物
的哪些突出方面会对个人产生共鸣。所以当
你看到或听到能“触动心弦”的事物时，你
得感谢文化共鸣，尝试成为这种共鸣持续下
去的进程中的一部分，去继承那些能够在当
一切似乎都无效时通过艺术找到了人与人之
间的交汇点的伟人的优良传统。

David Francis Urrows，中国管风琴项目，
香港浸会大学，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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